
2022年6月3日，台北，一名孩童注射2019冠狀病毒疫苗。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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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防疫工作很難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一場知識與意識形態的

鬥毆

疫情或疫苗這類高度科學知識相關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在意識形態的催化之下被嚴重地泛政治化。

台灣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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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台灣防疫三年後，台灣人對於防疫成效的事實與評價為何？在科技社會複雜的治理因素下，尤其受到哪

個變項的影響？本主題另有學術論文〈科學知識遇上意識形態？民眾對於 COVID-19 疫情訊息的態度與認知〉發

表於《傳播研究與實踐》期刊，如欲了解問卷設計與完整調查過程的讀者可參考閱讀。

（黃俊儒，台灣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防疫中的不安與躁動 


病毒的終結仍得倚靠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衛戰略，而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牠的

去留。

隱然地，這一場百年一遇的世紀大疫似乎逐漸要看到曙光了。只是在防疫過程中的各種爭議似乎至今仍餘

波蕩漾，除了先前台北市長選舉中，原擔任防疫指揮官的陳時中先生因為仇恨值爆表而中箭落馬之外，剛

上任行政院長的陳建仁先生也還在各種疫苗採購的質詢中疲於奔命，眼見即將到來的明年總統大選，恐怕

也難逃這個議題的滋擾。

在這次COVID-19期間，防疫工作與政治立場的糾葛，也經常發生在歐美的案例中，尤其當時在川普

（Donald Trump，另譯特朗普）領政下的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呈現出對於防疫措施極度不同的看法，

甚至對於科學家的態度也有很大的落差。

記得2020年美國大選變天之後，受拜登（Joe Biden）任命為首席防疫顧問的佛奇（Anthony Fauci），

在第一場記者會就說：「能依循證據，讓科學說話，有種獲得自由的感覺。」可見防疫過程中，政治對於

科學治理的影響並不是一件新鮮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不同國家及區域對於政治極化的反應有著十分

不一樣的內裡。

台灣在這次疫情中，也同樣經歷過幾次上沖下洗的不同階段，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2020年1月5日起，開

始每天召開記者會公布並說明最新疫情狀況，到2021年5月中爆發大規模本土社區感染並提升至第三級疫

情警戒標準之後，整個疫情期間的防疫基調開始從「平緩期」進入「爭議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浮動、人

心惶惶，隨後就進入了各種疫苗搶打潮及採購爭議的階段，堪稱是防疫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

由於病毒及流行病這類議題，原本就與科學及民生息息相關，在時間緊迫及健康威脅的雙重壓力夾擊之

下，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防疫策略的游移，也使得整體事件變得高度政治敏感。在訊息紛亂且過剩的

科技社會中，這類防疫科學知識如何能有助於政治決策及民眾參與討論，是各界人士都關心的議題，畢竟

病毒的終結仍得倚靠科學知識為基礎的公衛戰略，而不是靠投票來決定牠的去留。

https://cjc.sh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0/06/%E9%9B%BB%E5%AD%90%E7%89%88%E6%B8%85%E7%A8%BF_05.%E7%95%B6%E7%A7%91%E5%AD%B8%E7%9F%A5%E8%AD%98%E9%81%87%E4%B8%8A%E6%84%8F%E8%AD%98%E5%BD%A2%E6%85%8B%EF%BC%9F%E6%B0%91%E7%9C%BE%E5%B0%8D%E6%96%BCCOVID-19%E7%96%AB%E6%83%85%E8%A8%8A%E6%81%AF%E7%9A%84%E6%85%8B%E5%BA%A6%E8%88%87%E8%AA%8D%E7%9F%A5.pdf


2022年4月20日，台北，學生們戴著面罩走在街上。攝：陳焯煇/端傳媒

實證研究 


研究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在這些不同的題項中，發現填答的反應幾乎跟民

眾所具備的知識程度及學科領域沒有關連性，但卻與個人的政黨傾向有顯著

相關。

有效的防疫系統化措施，需要仰賴民眾們的集體配合，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犧牲。許多國家在COVID-19期

間所陸續進行的調查研究，多看見各種假新聞可能造成民眾對於風險大小程度的不同感知，嚴重者甚至促

使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敵意，例如自由派與保守派、訊息充分者與訊息欠缺者、年輕及年老之間等，就可

能因為對於訊息解讀的不同調，而導致迥異的政策配合度，甚至可以為了戴不戴口罩大打出手。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在台灣主導了一個學術性的研究調查，試圖瞭解這種因為假訊息、群體認同所造成

的極端化現象存在的情形，當各路勢力都同時在影響民眾對於疫情的解讀時，到底哪一種力量會最明顯主

宰民眾的態度與認知？這個問題的解答，將會關連疫情期間的科學傳播效果，並間接地影響防疫策略的落



實程度。

實際的作法上，我們透過問卷的設計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在2021年8月11日至16日期間，時值台灣衛福部

剛剛核准國產高端疫苗的緊急授權專案，以及民間積極協助政府向國外購買BNT疫苗的時期，在此時限內

共獲得1,250份的有效問卷。

這份問卷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首先是「與 COVID-19 疫情相關問題」，題目包含反疫苗訊息的接收管道、

對於不同疫苗的接種意願與風險評估、對於各國政府防疫成效評估、以及對於疫苗爭議的疑惑等問題。例

如民眾對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情緒是充滿憤怒、尊敬、不捨還是討厭？對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能力感到

有信心、有能力、專業、認真還是聰明？認為他們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寬容、謙虛、真誠還是溫暖等。

再者，第二部分則是「關於疫苗的問題」，依據訊息錯誤及惡意的程度，從最基本的基礎訊息到具有不實

概念的錯訊息（misinformation），最後再到人為介入的惡訊息（disinformation），每道題目透過不同

的情境陳述（共21道題目）瞭解個人對於疫苗與政策的概念及看法。最後一部份則是「基本資料」，包括

性別、年齡、學歷、學位領域、政黨認同等基礎訊息。

研究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在這些不同的題項中，發現填答的反應幾乎跟民眾所具備的知識程度及學科領

域沒有關連性，但卻與個人的政黨傾向有顯著相關。

例如，關於疫情的報導內容，民眾雖普遍期望媒體傳達正確事實更勝於進行監督與批判，但是政黨認同的

程度卻會顯著影響人們對於媒體記者針對政府提出監督或批判的期待。舉例而言，政黨認同愈傾向泛藍

者，愈同意記者應該要質疑與批判「疫情警戒控管等政治決策」以及「專家學者提出的疫情建議」；而政

黨認同愈傾向泛綠者，對於記者所提出不同於政府或是專家的聲音，則愈顯得保留。同樣是針對記者的角

色，一個陣營希望他們高高舉起，另一個陣營則希望他們輕輕放下。

在民眾對於「政府防疫態度」的認同程度方面，同樣發現政黨認同的因素會顯著地影響民眾對於政府防疫

以及指揮中心的評價，不僅各向度均有顯著差異，甚至顯示出明顯的兩極化結果。例如對於「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的感受，泛藍的民眾強烈地感到憤怒及討厭，泛綠的民眾則明顯地感到令人尊敬與令人不捨。相

對地，在民眾對於疫苗訊息的認知上，對於一些基礎知識雖然仍顯示出不同政黨認同間的顯著差異，但至

少還不至於出現同意或不同意的極端反差。

但是在與不實概念相關的「錯訊息」及「惡訊息」解讀方面，政黨認同的不同就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幾乎

每一道題項均有顯著的差別。例如，泛綠受訪者更傾向否定「口罩雖可以阻擋疫情但有害健康」、否定

「疫苗會改變接種者的基因」、乃至否定「疫苗中含有許多有毒成份」等不實訊息，相對地，泛藍支持者

就會顯示出對於相關陳述的反向疑慮。此外，雖然藍綠雙方或多或少都感受到醫療專家和科學數據對於政

府疫苗政策的不信任或不支持，但是泛藍受訪者明顯地感受更為強烈。



總結前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論是對於媒體記者的期望、政府防疫的態度、疫苗訊息的認知等，「政

黨認同」都扮演了一個最為顯著的影響角色，而且隨著該議題的政治意圖相關性越高（從基礎訊息、錯訊

息到惡訊息），影響的顯著性也越高。

2022年1月4日，中壢出現2019冠狀病毒確診過案，清潔人員在市場消毒後，為自己清洗。攝：陳焯煇/端傳媒

意識形態的超大型巨人 


過往我們認為「告知公眾正確的科學事實」應該可以有意義地影響人們對於

相關事件的感知，但是從晚近可以看見一個逐漸明顯的趨勢：訊息傳播並不

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轉譯，它更是一個意義協商的過程。

從前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細緻地看出疫情期間台灣民眾的緊張神經如何被挑動。過往我們認為「告知公眾

正確的科學事實」應該可以有意義地影響人們對於相關事件的感知，但是從晚近一些科技社會議題的發展

來看 可以看見一個逐漸明顯的趨勢：訊息傳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轉譯 它更是一個意義協商的過



來看，可以看見 個逐漸明顯的趨勢：訊息傳播並不是 個簡單的事實轉譯，它更是 個意義協商的過

程。

尤其是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人們對於消息來源的個別化傾向，特別容易導致同溫層效應的加劇。例如，

在COVID-19期間，疫情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健康風險議題，任何因素的擾動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分

裂，驅使持有不同觀點的人們更加遠離彼此。從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民眾對於複雜的政治議題多

習慣仰賴有限的消息來源進行決策，並且倚賴認知的捷徑去做出符合自己政治喜好的選擇，即使是疫情或

疫苗這類高度科學知識相關且具有明確物質基礎的議題，也同樣在意識形態的催化之下被嚴重地泛政治

化。

COVID-19 疫情是一個以科學知識作為基礎，同時牽扯個人生命安全、具有時間迫切性的科技風險議題，

由於它背後涉及高度的社會複雜性及科學不確定性，所以對於一般常民來說，具有很大的決策難度。就主

理防疫工作的政府部門而言，他們期望透過全民有秩序的配合，讓防疫的工作可以整齊同步且系統有效。

但是對於民眾來說，面對這種高度不確定的狀況，會有許多油然而生的不安全感及恐懼，如果再加上過往

曾經有過政治上的受挫經驗（例如自己激情支持的候選人落選了），不信任的感覺很容易就會加成擴大。

解析民眾防疫心理背後的運作機制，可以想像成每個人的腦中都住著幾個掌管心智運作的巨人，平時這些

巨人各司其職，各自監管教育學習、娛樂休閒、科學知識、理性思考等工作，在大家各自忙碌的時候，同

時有一隻長得特別巨大的意識形態巨人候在旁邊，這隻超大型巨人平時都在睡覺休息，看似無害，但如果

一不小心有什麼風吹草動驚醒了牠，牠就可能醒來主導戰局。我們都很好奇，這隻意識形態的巨人如果跟

其他巨人一起打架的話，到底誰會勝出？尤其是在這一場與疫病十分相關的戰鬥上，理應其他的巨人具有

主場優勢，應該還可以平分秋色吧？

從結果來看，在這一場巨人之間的鬥毆中，意識形態的巨人取得了全面性的勝利。原因是牠很強壯也很暴

力，只要牠加入戰局，其他的巨人都不是牠的對手，意識形態明顯壓過其他知識理性的力量。

這樣的狀況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也有類似的討論，例如一般民眾對於幹細胞研究的態度也經常受到價值觀

和媒體的影響，雖然科學知識的涵養也同樣影響人們對於幹細胞研究的態度，但是相較於宗教信仰和意識

形態，科學知識是氣場最弱的。甚至過去還有更為極端的發現，例如美國有關「全球暖化」議題的相關調

查中就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於全球暖化的看法分歧越嚴重，甚至呈現出「教育程度愈高、差距越

明顯」的態勢，並且其看法也會與所認同的政黨屬性息息相關，而且就算隨著時間演變，也一直維持頗為

穩定的樣貌。



2022年4月23日，台北，疫情期間，一對情侶在美食廣場內親吻。攝：陳焯煇/端傳媒

打不贏就只好繞過牠 


「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這是一句匈牙利的諺語，對於防疫來說，避開意

識形態的作祟，這樣的逃避不僅不可恥，而且可能會有大用。

對於這類同時夾雜科學知識及科技發展的社會議題，除了COVID-19之外，台灣社會在過去也經歷了幾波

相關的公民投票，包括食安及能源等，都是這類複雜的議題類型。從過去公投的各種經驗來看，我們貌似

全民共同參與了這些議題的抉擇，但是現在回頭檢視，我們擁有的可能僅是公民參與的「姿態」，實際上

卻欠缺公民參與的「內涵」。晚近隨著科技議題逐漸複雜化及跨域化，如何讓科技知識為民所用而不受過

多意識形態的滋擾？已然成為民主社會成熟化的一項指標。

因應這樣的需求，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公部門開始採取不同的溝通策略，例如有別於傳統「由上而下」的知

識灌輸模式，順應「公眾科學參與」的溝通典範轉移，逐漸重視讓人民在相關議題的討論中扮演角色。只

是如果中心思想不夠清楚，原本的美意很容易就會因為人為操作過頭而變調，例如公部門逐漸將科學溝通

援用成一種公關的策略，在貌似熱鬧喧嘩的民眾參與過程中，實則慢慢地弱化了知識傳播的功能，轉而著

重在各種聲量、形象及政策正當性的塑造上，此舉也間接地助長了意識形態的反撲。



例如在這一個防疫的過程中，台灣民眾從一開始的謹慎戒懼、眾志成城，隨著疫情過程的高低起伏，逐漸

轉變成不同政治陣營之間的攻防。初期長時間零確診的驕傲，對照國外疫情失控的亂象，媒體中不時出現

口罩國家隊、Taiwan can help、同島一命、防疫模範生等詞彙，在政府部門的默許之下，甚至捧紅了許

多防疫的英雄，鐵人部長、順時中、國民女婿（編按：指的是疾管署副署長羅一鈞，因其含蓄與貼心的舉

止，被網友稱為國民女婿）等稱號應運而生。

而在後期，隨著部分防疫破口及病毒共存策略的轉向，各種民眾的不安與躁動讓另一陣營趁勢而起，新四

劑扶英戰士（編按：2021年之際，因國際普遍不承認台灣國產高端疫苗，指揮中心因應施打高端疫苗有出

國需求的民眾，開放加打第三、第四劑國際認證疫苗；「扶英」係指支持總統蔡英文之語）、微解封、高

端份子、四劑帝國等挖苦與調侃的字眼蜂擁而至，最後甚至有人連聽到「國家隊」這個詞都覺得反感。如

果所有的公共議題最終都只能化約為藍綠的顏色之爭，那麼實在是賦予了政治人物太多可以上下其手的空

間，民眾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將自己的權力順理成章地繳械，這顯然不會是一個好的溝通模式。

從過去科學傳播相關的研究可以發現，民眾對於科學家的信任程度多遠高於政治人物，這是因為一般民眾

願意相信科學背後追求知識與真理的特質，與牟求共同福祉的信念是一致的，相對的，對於政治的不信

任，多來自於對政治人物追求私利的不放心。所以一旦科學的知識與政治因素混雜在一起的時候，信任感

就會受到影響，例如科學家流露出一己之私，或者只顧及委託人所暗示的利益等，民眾都會特別地敏感，

因為可能會破壞科學對於真理的尋求及共同福祉的貢獻。

置放在台灣的脈絡中，可以發現疫情期間的科學與政治很難一刀切分，即使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或是疫苗

EUA會議的組成人員，不論藍綠執政都可能不會差異太大，但是當議決的結果涉及後續的政治措施，就很

難避免政治化的疑慮。除非當局者很有意識地刻意加以區隔，否則不僅很容易轉變成政治化的攻防，更會

挑動民眾在不安狀況下的敏感神經，一旦成為知識與意識形態的競技場，鬥毆的結果似乎不難預期。這也

是為什麼在疫情的過程中，很難科學歸科學，政治歸政治的原因。

既然意識形態的威力如此強大，如果打不贏牠，是不是至少應該想個辦法避開牠呢？畢竟科技社會議題的

最終決策還是需要知識作為基礎，並非僅是一種民主意向的表達與共識。舉例而言，就疫苗施打的這個問

題來看，如果當時台灣政府不要用這麼大的動作去宣示與力挺國產疫苗，儘量維持專業科學自己說話的空

間，讓國產疫苗成為眾多疫苗的選項之一，少一點政治詞彙的沾惹，會不會後來民眾施打的比例反而會高

一些呢？

「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這是一句匈牙利的諺語，對於防疫來說，避開意識形態的作祟，這樣的逃避不

僅不可恥，而且可能會有大用，這或許是未來相關科技社會議題值得思索與參考的方向。



2022年5月18日， 台北自由廣場，市民駕著汽車在中正紀念堂車來速篩檢站等候檢測。攝：陳焯煇/端傳媒


